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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测定了海南儋州湾南岸柱状沉积物的粒度、总有机质参数(TOC、C/N 和 δ13C)和类脂生物

标志物含量, 并通过端元混合模型使用红树植物特征标志物蒲公英萜醇含量、长链正构烷烃含量和

δ13C 值半定量区分了海南儋州湾南岸沉积有机质来源, 尤其是红树林的贡献。另外, 通过估算沉积物

的有机碳储量来评估儋州湾红树林区域的储碳能力。在沉积有机质中, 陆源、水源和红树植物有机质

所占平均比例分别为 47%, 36%和 17%。沉积物柱状样中单位厘米深度沉积物的碳储量范围在 0.12~2.90 

t/ha。本研究表明, 儋州湾地区沉积物中来自于红树林的有机质比例较低, 且其碳埋藏量可能低于全球

平均水平。修复和保护儋州湾红树林, 能够有效提升湿地的碳埋藏效率, 从而减缓大气 CO2 上升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本文应用生物标志物和碳同位素方法, 半定量区分了红树林生态系统各种来源有机碳

的贡献, 将蒲公英萜醇作为红树林特征生物标志物应用在计算模型中, 能够量化红树植物来源有机碳

的贡献, 加深对红树林系统有机碳埋藏情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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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多存在于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的潮间带, 与海洋和陆地都有密切的有机碳交换。

红树林生态系统的面积只占整个边缘海的 0.5%, 所

输送的有机碳占整个边缘海体系向海洋中输送有机

碳的 11%和现代海洋沉积物的 15%, 是边缘海碳循

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2]。 

红树林中储存的有机碳通常被称为“蓝碳”, 与

陆地生态系统所固定的“绿碳”几乎等量[3], 能够有

效减缓大气 CO2 的上升[4]。反之, 如果红树林生态系

统被破坏, 其储存的碳将以 CO2 的形式返回大气。自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被通过并被国

际社会广泛接受, 维护、加强温室气体的汇和库, 以

及计算和通报地表有机碳储量成为了热点[5]。然而, 

目前的碳储量研究大多聚焦于与陆地生态系统、人

类活动和大气圈有密切联系的碳汇, 对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有机碳储存能力的评估鲜有研究。红树林生

态系统存储的有机碳对于边缘海乃至全球碳循环有

重要影响[1, 4], 有效地衡量以红树林为代表的海洋湿

地生态系统中的有机碳储量和有机碳来源, 能够把

握和预测其在气候变化下所受的影响, 对制定生态

保护措施、减少碳排放均有重要意义[4]。 

红树林生态系统中的沉积有机碳主要来源可分

为陆源、水源和红树林源。陆源有机碳主要由陆生

高等植物产生 , 由河流输送至红树林湿地 ; 水源有

机碳包括由潮汐带来的海洋藻类、浮游植物和海草

床产生的有机碳, 或是红树林水体中藻类、菌类的

初级生产输入 ; 除了这些外来有机碳以外 , 红树植

物自身也有很高的光合效率和生产力。由于红树林

具有复杂的水文环境和生物特异性, 对红树林有机

碳的研究大多需要结合水文条件和气候条件进行

综合的分析讨论。一方面, 地形和水文因素比如河

流流量、降雨、潮汐等控制了有机物的埋藏和交换

的物理过程[6-7]; 另一方面, 生物因素也对红树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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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碳的埋藏和迁移有重要影响 [8]。亚洲地区的红

树林在种类方面最为复杂, 树林的物种组成能够决

定红树林有机碳的特征 [9-10]。这些复杂的环境因素

使红树林系统中的有机碳循环在时间、空间尺度上

都非常多变。 

总有机碳(total organic carbon, TOC)、碳氮元素

比(C/N)和稳定碳同位素(δ13C)为研究沉积有机碳来

源的传统指标, 同样被应用到红树林有机碳来源的

研究中 [11-12], 但这些指标的单独应用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由于红树植物的 C/N 值与 δ13C 值与陆生植物

大致相同, 仅仅利用这两种指标无法进行准确的区

分。例如, Xue 等[13]运用 δ13C 和 C/N 调查了漳江口

红树林湿地的有机质来源, 并指出 6%~37%的沉积

物有机质来自红树林。但是, 这种计算方式并不能有

效区分陆源有机碳和红树林源有机碳, 所得结果其

实是陆生高等植物和红树林的混合。 

类脂生物标志物由特定的生物产生 , 记载着相

应的母源信息, 在沉降和成岩过程中能较稳定存在, 

被广泛应用于指示物质来源。维管植物表皮蜡质中

的长链正构烷烃(C27, 29, 31, 33 n-alkanes)是表征陆源有

机碳的经典指标 [14], 但是来源存在重叠 , 例如红树

植物和陆生植物拥有大致相同的烷烃特征[15]。目前, 

学界缺乏一个能够表征所有红树植物的生物标志

物。红树属植物(Rhizophora)叶片中大量合成的蒲公

英萜醇(taraxerol), 虽然不是其所特有的脂类, 但在

其叶片中的含量远高于其他高等植物(干叶中含量

为 15.9 mg/g[16])。因此, 蒲公英萜醇能够更为具体

地量化边缘海系统中红树林来源有机质的分布埋

藏情况。需要指出的是, 并非广义上的所有红树植

物都能够产生蒲公英萜醇。目前, 蒲公英萜醇仅在

红树属(Rhizophora)和榄李属(Lumnitzera)两个属中检

出[17-18]。此外, 甾醇和烯酮等生物标志物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水环境中浮游植物群落生态结构的重建[19], 以

菜子甾醇(brassicasterol)指示硅藻的生产力, 甲藻甾醇

(dinosterol)指示甲藻生产力 , 长链烯酮 (C37 ∶ 3, 37 ∶ 3 

alkenones)来指示颗石藻的生产力[20-22]。 

目前 , 很多研究聚焦红树林系统中不同来源有

机质的地理分布, 但关于这些有机质来源的量化研

究相对较少。蒲公英萜醇的应用局限于其(相对)含量, 

并未被作为一个指标应用于数学混合模型量化红树

林有机质贡献。本文在海南省儋州湾南岸选取柱状

沉积物样品, 测定包括长链正构烷烃、甾醇的多种类

脂生物标志物, 尤其是红树植物特征标志物蒲公英

萜醇含量, 结合 δ13C 进行混合模型计算, 探索蒲公

英萜醇作为特征生物标志物量化红树林源有机质的

一种应用; 同时, 估算该地有机碳储量, 为区域性的

碳储数据汇总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儋州湾(19°54′N, 109°57′E, 图 1)位于海南省西

北部的儋州市境内, 是北部湾伸入洋浦半岛构成的

半封闭内湾, 面积约 50 km2。潮型为不规则半日潮, 

平均潮差 1.05 m, 年均气温 23.1℃。注入儋州湾的 
 

 

图 1  儋州湾采样站位示意图 

Fig. 1  Sampling stations in Danzhou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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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有大水江与春江, 年径流量分别为 4.1×108 m3

和 2.8×108 m3[23]。儋州湾于 1986 年被立为市级自然

保护区, 红树林面积约 133 ha, 主要红树科植物包括

红海榄(Rhizophora stylosa), 木榄(Bruguiera gymno-

rrhiza), 榄李(Lumnitzera racemosa), 海漆(Excoecaria 

agallocha), 蜡烛果 (Aegiceras corniculatum), 秋茄

(Kandelia obovate), 海榄雌(Avicennia marina), 黄槿

(Hibiscus tiliaceus), 水黄皮(Pongamia pinnata), 海芒

果(Cerbera manghas)等[24-25]。儋州湾属于夏季湿润、冬

季干燥的季风性气候, 年均降雨量约为 1 426 mm/a, 

雨季为每年 5 月到 10 月, 这期间的降雨约占全年平

均降水量的 80%。 

本研究所用柱状样 DZB14 于 2016 年 11 月使用

universal coring system (Aquatic Research, 直径 68 mm, 

长度 120 cm), 以重力采样法采集于春江(图 1), 春江

上下游沿岸和入海处均有红树林分布。柱状样位于

春江入儋州湾口, 据儋州湾口 9 431 m。站位水温

21.8 , ℃ 手持盐度计 WTW Multi 3420 测量盐度 8.6。

柱状样长度 40 cm。本研究以 2 cm 为间隔进行样品

处理。同时在入海河流沿岸按盐度梯度采集红海榄

叶片。 

1.2  研究方法 

1.2.1  粒度测定 

粒度测定方法参照陶舒琴[26]的研究。粒度样品

在 350℃下烧 12 h 之后加入 5 mL 1 mol/L 的六偏磷

酸钠溶液, 超声 30 min以上, 之后使用 Malvern 3000

激光粒度仪测试。 

1.2.2  总有机碳和稳定碳同位素测定 

总有机碳测定方法参照操云云等 [27]的研究, 稳

定碳同位素测定方法参照陶舒琴[26]的研究。将冷冻

干燥的沉积物样品除去较大植物碎屑后研磨, 取约

1 g 样品装入 8 mL 玻璃瓶中。加入 4 mol/L HCl, 去

除无机碳。加入超纯水洗去 HCl, 直至上清液呈中

性。将洗至中性的沉积物样品在 55℃下烘干(约 24 h)。

将烘干的沉积物样品研磨使其均质化。 

使用 CHN 元素分析仪(Thermo Flash 2000 Ele-

mental Analyzer, EA)测定总有机碳含量。所用标准样

品为阿托品(Atropina Standard, TOC=70.56%)和标准

土(Low Organic Content Soil Standard OAS, TOC= 

1.55%)。标准误差为±0.02% (n=6)。使用稳定同位素

比质谱仪 (Elemental Analyzer -Isotope Ratio Mass 

Spectrometer, EA-IRMS), 在连续流模式下测定总有

机碳稳定碳同位素组成 (R=13C/12C), 根据 V-PDB 

(Vienna Pee Dee Belemnite)标准按下式矫正: δ13C(‰)= 

[Rsample/Rstandard –1]×1 000。所用标准样品为 USGS-40 

(δ13C= –26.39‰), IAEA-600(δ13C= –27.77‰) 和 IAEA- 

CH3 (δ13C= –4.72‰)。使用 IAEA-600 标准测量所得

标准误差为±0.06%(n = 6), 测样精度大于±0.2‰。 

1.2.3  类脂生物标志物提取和测定 

生物标志物的提取和测定方法参照操云云等[27]

的研究。将冷冻干燥的样品研磨后称取 5 g 样品装入

50 mL特氟龙样品瓶中, 加入约 10 mL二氯甲烷︰甲

醇(3∶1)混合溶液, 上层液体澄清后加入 n-C19 醇和

n-C24 氘烷内标, 振荡将其充分混合。将混合后样品

超声 15 min, 离心(2 000 r/min, 2 min), 收集上清液。

重复上述步骤 3 次, 共萃取 4 次。将得到的总的萃取

有机质柔和 N2 吹干(水浴温度<40 )℃ 。向吹干溶剂的

萃取物中加入约 5 mL 的 6%氢氧化钾-甲醇溶液, 碱

水解 8 h。用正己烷萃取、离心(2 000 r/min, 2 min), 将

上层清液转移, 重复 4 次, 萃取液合并后柔和 N2 吹

干。将该组分进行硅胶柱层析分离, 分别用 8 mL 正

己烷淋洗得烷烃组分, 用 12 mL 5%甲醇(二氯甲烷∶

甲醇=95∶5)淋洗得醇类组分。醇类组分分为二等份, 

一份加入衍生化试剂(BSTFA), 70℃加热反应 1 h, 用

于甾醇和烯酮测定 ; 另一等份加入吡啶和乙酸酐 , 

70℃加热反应 30 min, 用于蒲公英萜醇测定。 

经过化学纯化后的组分用气相色谱 (Agilent 

7890N GC)进行定量分析。采用 PTV 进样口不分流

进样 , 初始温度 40 , ℃ 平衡时间 0.05 min; 进样量

1 μL。色谱柱类型为 VF-1ms(30 m×0.25 mm, 膜厚度

0.25 μm); 载气为氢气, 流速 1.3 mL/min; 色谱柱的升

温程序为: 80℃保持 1 min, 以 25 /min℃ 的速度加热到

200 , 4 /min℃ ℃ 加热到 250 , 1.7 /min℃ ℃ 加热到 300 , ℃

保持 10 min, 5 /min℃ 加热到 315 , ℃ 保持 5 min 后结

束。 

采用火焰离子化检测仪(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FID)检测器将有机质燃烧产生的碳转换为电信号并

图像化 , 检测器温度在整个测定过程中保持在

320℃。化合物定性主要通过对比已知浓度的 n-C19

醇和 n-C24 氘烷混合标准各峰的保留时间来确定; 定

量采用内标法, 对比样品和混合标准对应的化合物

的电信号峰面积, 根据混合标准的浓度定量估算样

品中该化合物的含量。实验空白加入内标随着样品

一起进行前处理, 实验回收率达 85%以上。生物标志

物 GC 定量分析过程中的分析误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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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 

2.1  干密度、粒径、总有机碳和 δ13C 

DZB14 沉积物的干密度(bulk density, BD)范围

在 1.12~1.66 g/cm3(图 2), 在垂直分布上分为两个高

值区和两个低值区(T 检验 P<0.05), 自下而上干密度

分区分别为(1.60±0.07) g/cm3(沉积物深度 33 cm 以

下); (1.18±0.03) g/cm3(18~30 cm); (1.47±0.01) g/cm3 

(6~15 cm)和 1.12 g/cm3(3 cm 以上)。沉积物粒径总体

较粗, 均值为 87 μm, 范围在 66~411 μm。  

 

图 2  干密度、粒径、总有机碳和稳定碳同位素垂直分布 

Fig. 2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he bulk density (BD), grain size, total organic carbon (TOC), and δ13C at DZB14 

 
DZB14 总有机碳平均值为 0.6±0.5%, 在表层和

10 cm 处出现极高值, 可能是样品中混有植物碎屑。

通常来说, 粗颗粒的砂质沉积物对有机碳的保留程度

较低, 矿物粒径也被认为是影响有机质埋藏量的主要

因素之一[28]。因此, 总有机碳在 0~12 cm 的含量较高

可能是输入和保存的共同结果。DZB14 的 δ13C 值平

均值为–23.7‰±1.1‰, 范围在–22.50‰~ –26.69‰。上

层数值普遍较负 , 与高等植物有机质特征相吻合 , 

受植物碎屑输入影响。 

2.2  生物标志物含量 

生物标志物含量使用总有机碳进行校正 , 以消

除矿物对有机质保存情况和非有机质输入的影响 , 

表达方式为 μg/g TOC, 即每克总有机质中的生标含

量。使用长链正构烷烃(C27+29+31+33 n-alkanes)表征高

等植物有机质输入 , 包括红树植物和陆生植物 ; 蒲

公英萜醇表征红树植物(包括红树属和榄李属)有机

质输入; 甲藻甾醇+菜子甾醇+C37∶2, 37∶3 烯酮 (Phy-

toplankton Biomarkers, PB)表征海洋浮游植物有机质

输入。DZB14 柱状样的长链正构烷烃相对含量平均

值为(95±34) μg/g TOC(图 3)。PB 在表层和 26 cm 存

在两个由于低 TOC 造成的极大值, 除此之外均值为

(18±7) μg/g TOC。蒲公英萜醇同样存在两个极值, 表

层为低 TOC 导致, 10 cm 处则可能是样品中混有新鲜

红树植物叶片。除去极值, DZB14 的蒲公英萜醇含量

为(272±149) μg/g TOC。垂直方向上, 长链正构烷烃

含量在该地没有明显随时间变化, 蒲公英萜醇略有

增加, 而 PB 略有减少。 

本文所采集的红树属树叶样品中 n-C31正构烷烃

是含量最高的正构烷烃, 我们定义参数 T 为蒲公英

萜醇与 C31 正构烷烃含量的比值, 即:  

T=taraxerol/C31 n-alkane,          (1) 

以此在 2.3 混合模型中表征红树植物有机质输

入。除去表层和 10 cm 的极大值, DZB14 的 T 值均

值为 9.5±5.6。表层和 10 cm 的 T 极大值与 δ13C 极低

值吻合, 符合红树植物特征。 

2.3  有机质来源混合模型 

虽然蒲公英萜醇在其他高等植物中也有少量存

在, 但其含量远小于在红树植物中的含量。例如,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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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长链正构烷烃、浮游生物标志物 PB、蒲公英萜醇和 T 的垂直分布 

Fig. 3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he concentrations of n-C27+29+31+33 alkanes, phytoplankton biomarker (PB), and taraxerol and T 
value (T = taraxerol/n-C31 alkane) 

 
Setzer 等 [18]对山麻杆属叶片的分析报告中, 蒲公英

萜醇含量仅为新鲜树叶的 0.000 7% 。而本文所用红

树属叶片中蒲公英萜醇含量均值为 10 142 μg/g TOC, 

以树叶总有机质含量为 50%换算, 蒲公英萜醇含量

高达干叶总有机质的 2%。相反, 长链正构烷烃是在

所有高等植物中普遍存在的类脂生物标志物[14]。因

此 , 通过引入蒲公英萜醇和长链正构烷烃的比值 , 

能够把来自红树植物的大量的蒲公英萜醇区分出来, 

从而进一步消除其他植物来源有机质的影响。例如, 

Versteegh 等[16]运用红树属花粉和 taraxerol/ C29 正构

烷烃在沉积物中识别了来自于红树植物的有机物质, 

并证明这两个指标有良好的相关性。 

本文选用 δ13C 和 T 值进行混合模型计算。根据

前人的研究经验, δ13C 值能够有效区分高等植物(包

括陆生植物和红树植物)和水生植物来源有机质[29-31]; 

而 T 值能够识别红树来源有机质, 以弥补传统指标

δ13C 在区分陆生植物和红树植物方面的缺陷。红树

属树叶样品的 δ13C 平均值为–(29±0.7)‰, T 平均值为

280±69。为了更具体地量化该地的有机质来源, 定义

δ13C = –16‰(来自中国南海北部浮游植物 [32]), T = 0

为水生植物端元值 ; δ13C = –27‰[33], T = 0.05(来自

Versteegh 等 [16]选取的环境本底值)为陆生植物端元

值; δ13C = –29‰, T = 280 为红树属端元值(树叶样品, 

n = 4)进行计算。根据吴瑞等[25]的调查结果, 在采样

河流中 , 榄李属在种群中所占比例较低 , 而红树属

在红树群落中的相对多度[RA(%)=(某个种在样方中

出现的次数/所有出现的次数)×100%]为 20.5%。我们

用上述方式计算出红树属的有机质贡献后, 再使用

当地的红树群落组成校正, 以估算全部红树植物对

沉积物的贡献。混合模型使用 IsoSource 进行计算[34], 

模型所采用的端元值见表 1, 计算公式如下:  

δ13Csample=–27×fterr–29×fmang–16×faq,     (2) 
Tsample=0.05×(fterr+fmang–fRhi)+ 280×fRhi.,    (3) 

fRhi./fmang=0.205,             (4) 
fterr+fmang+faq=1,             (5) 

其中, fterr, faq, fmang, 和 fRhi.分别代表陆生、水生浮游植

物、红树植物和红树属来源有机质的所占的比例。 

 
表 1  混合模型计算 
Tab. 1  Mixing model calculations 

端元值 

 
陆生 

植物 

水生浮

游植物
红树属 

红树属占所有红

树植物的比例

δ13C/‰ –27 –16 –29 
20.5% 

T 0.05 0 280 

 
根据计算结果(图 4), DZB14 处陆生植物, 水生

植 物 和 红 树 植 物 来 源 有 机 质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47±10)%, (36±5)%和(17±10)%。垂直分布上, DZ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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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陆生植物有机质贡献比例自下而上逐渐减小

(62%~26%), 与之相对的红树植物有机质逐渐增加

(5%~44%)。 

 

图 4  混合模型计算结果 

Fig. 4  Results of the mixing model 

 

2.4  有机碳储量 

本文所采用总有机碳 TOC 和干密度 BD 来估算

沉积物的有机碳储量(carbon stock)[35], 结合混合模

型计算得到的 fmang 进一步计算由红树林贡献的碳储

量。由于干密度和总有机碳层数不对应, 而干密度总

体变化较小, 在计算中将使用图 3 所示的干密度分

区平均值。 

Carbon stock (t/ha)= TOC(%)× BD(g/cm3)×1(cm), (6) 
Mangrove carbon stock(t/ha)=carbon stock(t/ha)×fmang. (7) 

如图 5所示, DZB14单位厘米深度沉积物的碳储

量范围在 0.12~2.90 t/ha, 18~34 cm 之间为高值区(均

值 0.70 t/ha)。从总量上来看, DZB14 共 40 cm 的沉积

物中碳储量为 34.10 t/ha。按照红树林总面积 133 ha

计算, 儋州湾南岸红树林保护区表层 40 cm 沉积物

的总碳储量约为 4 535 t。按照混合模型计算结果, 

DZB14 单位厘米深度的红树碳储量范围为 0.01~0.45 

t/ha(fmang>100%或缺失的层数取上下层平均值计算), 

均值为 0.14 t/ha。同样, 在上述总碳储高值层位中, 

红树碳储量也相对较大。辛琨等[36]对红树林土壤碳

储量的调查显示, 红树林根系通常在 20~40 cm 的深

度埋藏和降解, 是除表层凋零物之外重要的有机碳

来源。因此, 图 5 中的碳储量中间高值可能是由于来

自红树林根系的有机质输入引起的。 

 

图 5  单位厘米碳储量垂直分布 

Fig. 5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carbon stock per cm 

 

3  讨论 

3.1  有机碳来源 

综合来看 , 儋州湾南岸地区沉积物中以陆源有

机质为主 [(47±10)%], 水源有机质次之 [(36±5)%], 

红树源有机质比例最低[(17±10)%]。对此的解释有: 

第一, 陆源有机质在河口的沉积。DZB14 位于河流

入海处 , 河流携带的大量有机质会在此沉积 , 而红

树植物庞大的根系能够有效拦截这些陆源有机碳。

河口的相关研究指出, 陆生高等植物产生的有机碳

是陆源有机质最主要的成分[37-41]。第二, 红树植物有

机质的输出。高生产力的红树林会通过潮汐作用向

外部水域输出一部分通过初级生产所固定的碳, 几

乎占总凋零物的一半[1]。尤其是河流沿岸的红树林由

于受单一方向的水流运输影响, 更倾向于输出而非

积累有机质[9]。因此, 与红树林极高的净生产力[12, 29]

不吻合的是, 红树林源有机碳往往不是红树林下沉

积物中最主要的组分[42-44]。本文计算的沉积物样品 T

均值(9.5)与树叶样品 T 均值(280)的比例仅为 3%, 说

明红树植物产生的绝大多数有机质没有被就近埋藏, 

而是被输出或分解。但是, 红树林输出的有机质受周

边环境(狭窄河道和入海口, 珊瑚海草床等)的限制, 

通常不会传输到很远的距离[42-43]。因此, 虽然该处及

河流上下游有红树林生长, 但由于红树植物有机质

大量和短途的输出特点, 该处红树植物有机碳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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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很可能反而低于儋州湾口无红树林生长的、盐度

较高的位置。第三, 原位产生的水源有机质。养殖业

是本研究区域当地的传统产业, 高密度养殖和人工

施肥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促进水生藻类的生长[45]。

此外, 儋州湾部分地区的生活污水和养殖污水目前

直排入海, 这些污水也会干扰自然湿地的有机质循

环, 并使红树林系统发生退化。 

3.2  有机碳埋藏速率及储量 

红树林的埋藏速率与盐沼湿地和海草床生态系

统相似, 但显著高于淡水泥炭地和陆地森林生态系

统[46]。目前, 许多研究使用 210Pb 和 137Cs 对红树林沉

积物进行定年以测定红树林的碳埋藏速率, Breithaupt

等 [47]对此进行了总结, 并估算全球红树林平均碳埋

藏速率为 163 g/(m2·a), 平均每年埋藏 26.1×1012 g 有

机碳。据王秀君等[48]统计, 中国红树林固碳效率高达

200 g/(m2·a),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对儋州湾地区的其他

柱状样初步定年中, 在长 74 cm 的柱状样中并未观察

到 210Pb 的衰减曲线和 137Cs 的活度顶峰(未发表数据)。

因此, 本文 40 cm 的沉积物实际年龄可能小于 1965 年

沉积。假设柱状样最下层自 1965 年开始沉积(至采样

时间 51 年), 可估算最低沉积速率 0.67 t/(ha·yr), 换算

单位后为 67 g/(m2·a), 远低于全球平均速率。 

海滩涂养殖业在历史上是儋州地区的主要经济

来源。由于生态环保的需要, “退塘还湿”、保护和

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工作正在逐步展开, 但目前

其生态环境并没有完全恢复, 且入海河流沿岸有大

量人工堤坝和排污口, 这些人为因素都对有机质的

埋藏和迁移有极大影响。同时, 碳埋藏量不仅取决于

有机碳的初始输入量, 也取决于这些有机碳在沉积

物中的保存情况。采样地处于河流外部, 沉积物粒径

较粗, 均值为 87 μm, 属于砂质沉积物。粗粒径的砂

质矿物表面积小 , 对有机质的保存较差 [49]; 而氧气

在粗颗粒土壤中渗透的程度更深, 也会进一步降解

有机质 [50], 故该处单位厘米有机质含量和总碳储量

较其他红树林系统偏低。 

3.3  研究展望 

由于柱状样属于浅层沉积物 , 水流和生物活动

导致的垂直混合作用较强, 阻碍了对当地有机质来源

和碳储量时间变化的深入讨论。将本文的混合模型计

算方法和更精确的定年数据结合, 可以进行季节和较

长尺度的分析。此外, 在“真红树”类别中, 不同树

种的红树植物内部的生物化学过程、其对环境因素的

适应程度、能够指示有机质的特异生物标志物均有所

不同。同样, 红树林系统中不同植物和动物在潮间带

的横向(高、中、低潮位)和纵向(盐度高低)分布也随着

不同地域的特点而变化。虽然蒲公英萜醇有良好的示

踪能力, 但根据目前的研究, 只有红树和榄李两个属

的红树植物才能大量产生蒲公英萜醇。因此, 利用蒲

公英萜醇估算有机质来源时, 当地红树林的群落结构

对结果影响很大。未来研究应在充分的生态学调查的

基础上更准确地估算红树林对沉积有机质的贡献。同

时,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 海平面高度、大气 CO2 浓度、

气温水温及降雨量的变化都会对红树林湿地系统的

碳埋藏能力造成影响。对于以红树林系统为代表的的

海岸带生态系统的“蓝碳”碳储, 无论是静态碳库还

是动态碳通量, 目前都存在多种测量方法。在未来研

究中, 建立对“蓝碳”这一相对较新的概念的统一核

算标准也有利于进行大范围的统计和分析。 

4  结论 

(1) 在儋州湾南岸采集的柱状样中高等植物生标

(长链正构烷烃 C27+29+31+33 n-alkanes)含量为(95±34) μg/g 

TOC, 浮游植物生标(甲藻甾醇、菜籽甾醇、长链烯

酮)含量为(18±7) μg/g TOC, 红树植物标志物(蒲公

英萜醇)含量为(272±149) μg/g TOC。混合模型表明该

处陆源、水源和红树植物有机质所占平均比例分别

为 47%, 36%和 17%, 与生物标志物含量指示相吻

合。虽然儋州湾沿岸生长有红树林, 但红树植物有机

质并不是沉积物中的主要成分, 相对埋藏量只有 3%, 

这可能是由陆源有机质的沉积和红树植物有机质的

大量输出/分解造成的。 

(2) 儋州湾南岸柱状样沉积物单位厘米深度碳

储量为 0.12~2.90 t/ha, 40 cm 长的柱状样总碳储量约

34.10 t/ha。据此估计, 儋州湾南岸的红树林保护区表

层 40 cm 沉积物的总碳储约 4 535 t。本研究表明, 儋

州湾地区沉积物中来自于红树林的有机质比例不高, 

且其碳埋藏量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019 年, 儋州湾

湿地入选《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绿皮书(2019)》“最值

得关注的十块滨海湿地”名单, 具有很大的生态价值

和发展潜力。修复和保护儋州湾红树林, 能够有效提

升湿地的碳埋藏效率、降低大气 CO2 浓度, 从而减缓

气候变化对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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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verage grain size, total organic carbon concentration, stable carbon isotope content (δ13C), and lipid 

biomarker concentration were measured in a 40-cm-long sediment core collected from southern Danzhou Bay, 

Hainan Province, China. The mixing model was used to semiquantitatively estimate the organic matter (OM) from 

different sources,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mangroves. Furthermore, the carbon stock in the sediments was estimated 

to evaluate the carbon sink capacit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errestrial, aquatic, and mangrove OM were on 

average 47%, 36%, and 17% in sediments, respectively. The carbon stock per cm in sediments was 0.12–2.90 t/h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mangrove sedimentary OM was low in southern Danzhou 

Bay and that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 was lower than the global average. Therefore, mangrov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in Danzhou Bay can potentially increase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rate in wetlands, reducing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increasing CO2 concentr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The biomarker and carbon isotope approach used in 

this study can be applied to semiquantitatively estimate the sources of OM in tropical estuarine and coastal sedi-

ments. The usage of taraxerol as a mangrove-specific biomarker is a practical method to quantify the man-

grove-derived OM, improv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OM burial in mangrov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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